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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
＊

蔡 昉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到人口红利的支撑。首先，通过
回顾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形成的有利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保持高水
平，以及主要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本文阐释了高速增长的必要
条件。其次，还围绕劳动力市场发育回顾了相关领域改革的历程，本文阐释了高速增长的充分条
件。再次，本文同时还显示，兑现人口红利、发育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扩大过程的结合，
使经济发展成果得到较充分的分享。最后，根据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本文提出进一步
改革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改革开放　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　劳动力重新配置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间，中国的实际国民总
收入（ＧＮＩ）年平均增长９．６％，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与此伴随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
同样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根据联合国数据（ＵＮ，２０１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改革开始前后的

２．５～３．０，下降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的２．０这一更替水平，９０年代后期以后，稳定在１．５左右的
水平。
对于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中存在很大争议。如果按照人

口普查或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生育率已经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为１．２２，２００５年１％抽样调查为１．３４，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１．１９（郭志刚等，２０１４）。即
使按照数据存在一定误差的假设进行修正后，多数学者也认为实际生育率比前引联合国数据要低，
即多年来保持在１．４甚至更低的水平上①，直到中央政府先后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即第一步允许一方
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第二步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孩后，生育率才出现了一定的上升。
然而，无论认为生育率为多少，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进入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转变阶

段已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样一种快速的人口转变，在最终不可避免导致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老
龄化之前，会在一定时期帮助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的人口转变格
局，也即潜在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７），研究者也观察到中

国改革开放时期尽享人口红利的情况，并从经验上实际估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
王丰、梅森（Ｗａｎｇ　＆ Ｍａｓｏｎ，２００８）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估算出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１５％。蔡昉、王德文（Ｃａｉ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的估计显示，同一
时期抚养比下降对人均ＧＤＰ增长的贡献高达２６．８％。
在一个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Ｙ＝Ａ·Ｆ（Ｋ，Ｌ）＝Ｋα·（ＡＬ）１－α中，Ｙ 表示产出（ＧＤＰ）

增长；Ｋ 为资本投入；Ｌ为劳动投入，又可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Ａ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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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一些经济学家还形成了“右手边斗士”（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的
传统（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９９），即在进行增长回归时，在公式的右手边增加诸多预期在理论上
有意义且在统计上显著的解释变量。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就是为了揭示人口红利贡献
的此类尝试。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认识人口红利作为增长率的贡献因素，它们几乎体现在生产函
数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而把抚养比作为变量估计出的贡献率，充其量只是人口红利贡献的残差。

用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并吸收二元经济理论等来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框
架，我们可以对人口红利贡献做出新的假设和解释。下面，我们归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并
借助相关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展示更全面的人口红利效应。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
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８）早期研
究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的ＧＤＰ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３７％，而稍晚蔡昉、赵文（Ｃａｉ
＆Ｚｈａｏ，２０１２）估计的这一贡献率更高。近期的研究还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显著（Ｚｈｕ，２０１２；ＩＭＦ，２００６），但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比重很
高，且具有继续提高的趋势（ＩＭＦ，２００６；Ｋｕｉｊｓ，２０１０）。

资本投入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
既算不上奇迹，也没有可持续性（如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３）。然而，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
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
发生②，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
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无疑这种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容易被研究者忽
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经济体来说，劳动力整体
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
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１７％（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８）；蔡昉、赵文（Ｃａｉ　＆Ｚｈａｏ，２０１２）估计的劳动
力数量贡献率为８％，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为４％。Ｗｈａｌｌｅｙ　＆Ｚｈａｏ（２０１０）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１１．７％，而且，在考虑了不同教育水平具有不同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
到３８％。

再次，剩余劳动力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
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８）把全要素生产率
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
存在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１６％。蔡昉、王德文（１９９９）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２１％。朱小东（Ｚｈｕ，２０１２）研究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间全要素
生产率的良好表现依靠非国有经济较快的数量扩张和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即意味着对创新产生更大的需求和供给力度，可以通过加快
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个观点来自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研究
的最新进展，经济学家也尝试进行了一些经验检验（如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２），但是，我们尚未见到以中国为
对象的经验研究成果发表。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促进高速
增长的因素。实际上，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经济体，并没有取得同样的经
济增长绩效。

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ＭＦ，２０１６）按照人口转变阶段把国家或地
区分为“后人口红利经济体”（ｐｏｓｔ－ｄｉｖｉｄｅｎｄ）、“晚期人口红利经济体”（ｌａｔｅ－ｄｉｖｉｄｅｎｄ）、“早期人口红利
经济体”（ｅａｒ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ｎｄ）和“前人口红利经济体”（ｐ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ｎｄ）等。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５４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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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被划分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即１９８５年时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预计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间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或下降或保持不变。中国之外的４４个有数据的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无一可与中国媲美。

例如，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间，中国ＧＮＩ平均增长率为９．７３％，其他４４个经济体算数平均值为３．７７％。

在这些经济体中，１９７８年中国的人均ＧＮＩ最低，仅为２００美元。即使假设其他几个当时人均ＧＮＩ
低于１０００美元的经济体具有与中国大致相当的趋同潜力，但是，它们随后的增长率也远比中国
逊色。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大都同意，旨在找到阻碍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通过经济改革予以矫正，因其消
除或至少削弱了旧体制弊端，可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Ｂｒａｎｄｔ　＆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８）。对中国而言，高速
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与有利的增长潜力互动的结果，即通过改善微观环节的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
号、发育产品市场、破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把人口红利
这一发展的必要条件转化为该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兑现在高速经济增长表现上。

在随后的部分，我们首先回顾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和调整过程，展示由政策及经济
社会发展促进的人口转变过程；然后，叙述相关领域的改革如何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劳动力
市场发育扩大城市和非农就业；进而，从经验上检验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劳动生产率从而经济增长的
贡献；最后，展望人口转变趋势，并对人口政策调整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改革提出建议。

二、人口政策和人口转变

早在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产生激烈争论、马寅初教授的人口政策建议受到批判之时，即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中央政府及领导人对人口问题就开始有所警觉，但当时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
与措施，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在遭遇了“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面对
迅猛增加的人口和受挫的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中央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计划生育的
必要性。

１９６２年底，中央政府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希望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
长，使生育问题走向有计划的状态。１９７０年，中央正式把人口计划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而
最为人知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在１９８０年正式实施，明确宣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虽然从

１９８８年政府的正式表述看，似乎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制性的———“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
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其实，这里的“提倡”应解读为“要求”。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各省级政府相
继制定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经各地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作为地方法规强制执行。

不过，把中国执行长达３０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简单理解为“一孩政策”并不准确。实际上，演进
到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生育政策大致上形成了如下格局：（１）一孩政策，包括全国城镇居民和６省份农
村居民，覆盖总人口的３５．９％；（２）一孩半政策，指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
个孩子，包括１９个省份农村居民，覆盖总人口的５２．９％；（３）二孩政策，指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
个孩子，包括５省份农村居民，覆盖总人口的９．６％；（４）三孩政策，指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
生育三个孩子，覆盖总人口的１．６％；此外，西藏自治区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
稀少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ＣＤＲＦ，２０１４）。

生育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首先，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
导向的改革同时起步的。因此，在坚持政策不变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
越来越与发展经济、农村扶贫、家庭建设、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利益导向相结合。其次，很久以前，许多省
份已经先后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及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生育两
个孩子。最后，全国范围更为根本性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则是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全国实行夫妻一方为独
生子女的可生育二孩，以及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全面实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

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影响中国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还要
归功于同一时期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根据一项研究（都阳，２００５），在改革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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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１０年，计划生育政策、人均ＧＤＰ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都对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有明显作用。
但是，在随后的１０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效果几乎消失，而其他两个变量的作用
则依然存在。
应该说，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快速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的生育率不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且在那之后继续显著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就此而言，
中国遵循了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而不同寻常的是，中国用了大约３０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和
地区用一倍以上的时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从高生育水平到低生育水平的转变过程。与同等收入
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在较早阶段上完成了人口转变，因此形成独有的未富先老特点。
图１显示了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两者之差）。如果把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的异常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从而自然增长率下降看作一个外在的
扰动因素，剔除其对总体趋势的影响的话，我们整体上可以看到一个符合人口转变规律的变化
趋势。

图１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之前，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的下降相对滞后，导致人口增长率上
升。在不了解当时国际学术界臻于成熟的人口转变理论的情况下，这一婴儿潮现象自然引起学界和
决策层的忧虑③。随后，在整个７０年代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略微趋缓的同时，出生率开始大幅度下降，

导致１９７０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比１９４９低了１个百分点。以后死亡率基本稳定，出生率和增长率在８０
年代有所上升。自１９９８年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便一直低于１０‰，２００４年以来进一步降到６‰
以下。

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这个变化，相应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以１５～５９岁年龄组作为
劳动年龄人口，根据联合国数据（ＵＮ，２０１５），其总量从１９６５年３．７亿增加到２０１０年９．４亿的峰值，

同期以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非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子计算的人口抚养比，从０．８９下降到０．４３
的谷底。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结构表现最富于生产性，其与改革开放时期重合的部分即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即成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可见，２０１０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
点，随着此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和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如果按照现行趋势发展
的话，预计２０５０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到６．７亿，抚养比接近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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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如何扩大就业

经济史表明，如果大量劳动力被沉淀在农业中处于剩余状态，不能启动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二元
经济发展（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就会造成农业的内卷化，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提高，反过来阻碍工业化进
程（黄宗智，２００２）。从而，潜在的人口结构优势不能兑现为人口红利，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口负
担。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镇居民获得全面就业保障，造成国有企业严重的冗员，不打
破铁饭碗则无法提高企业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可见，把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的有利人口结构实际转化为人口红利，对
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率的利用。因此，

理解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观察相应时期改革如何促进就业，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得
到转移和重新配置。

有利于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并获得重新配置的改革，涉及微观环节和宏观层面的诸多领
域。总体来看，在改革期间，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扫除一系列
制度障碍，使劳动者能够依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离开原来所在的低生产率就业领域，

在地域上和产业间流动，并进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过程着眼，简述迁移者如何获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以此为代表记录改革开放的历
程，揭示人口红利如何得以兑现。在较早的一篇文章里，我们也进行了类似的回顾（蔡昉，２０１７），此
处做了进一步深化。

首先，改革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赋予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
农业中退出权利的关键改革。早在官方允许之前，一些边远的贫困农村就悄悄试验包产到户，而随
着中央确立了改革的路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被默许、认可直至推广。到１９８４年底，全国农
村的全部生产队和９８％的农户都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形式，随后人民公社体制也被正
式废除。实行这一改革的初衷，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在保证国家和集体权益的前
提下，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剩余产品索取权。

然而，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未曾料
想的效果，是农户获得了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被严格限制了就业地点
（所在生产队）、从事产业（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甚至仅仅是粮食种植业）和劳动时间（由生产队直接规
定），资源错配在微观层面被严格固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确保国家以征农业税和统购
的形式，集体以统一提留的形式，继续掌握部分农产品的控制权之外，农户可以自主选择种植和经营
内容，以及自主支配劳动时间。有了这两点，在农业劳动力剩余日益显性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和其他
投入要素就开始了重新配置。

其次，改革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域间流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票
证制度“三驾马车”严格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效
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剩余被显性化。据研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农业中大约有３０％～４０％
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人数高达１亿到１．５亿（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３）。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促进了一
系列体制性障碍逐步被破除，并最终使劳动力在容易扩大的范围内重新配置。

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先后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多种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到农林牧副渔业
全面发展，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的非农产业的转移。随
着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以及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最初被允许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
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进一步，政府又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突破
了城乡就业藩篱。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随着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
居住、就业也就不再有实质上的障碍。

迄今为止，户籍制度仍然存在。户籍制度也经历了深刻的改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人口迁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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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障碍已经显著弱化。但是，它按照户籍登记地把公共服务供给割裂开来，农民工及其家属尚不能
在打工地均等地享受诸如子女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

再次，改革打破劳动力的进入壁垒。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且城乡分割的条件下，农业转移
劳动力只能获得边际上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例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仍是农业转移劳
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１９９２年以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
展，开始吸纳大规模的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进一步，在９０年代末，城市劳动力
市场发育和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最终拆除了劳动力跨城乡和地域、跨产业和企业重新配置的进
入障碍。

复次，改革创造就业和重新配置城镇劳动力。关于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以及企业富余人员
的重新配置，其逻辑和过程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类似。虽然从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
改革开始，企业就被赋予了用工自主权，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国有企业管理者受到种种制约，并不愿
意而且实际上也无法行使自行解雇和雇用职工的权力。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在经营困难的严峻形势推动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
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存续几十年的就业“铁饭碗”。一方面，下岗职工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

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新成长劳动力也需通过自主择业，促使市场配置劳动力
资源的机制逐渐形成。这同时为农民工创造了日益均等的竞争就业机会，也使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
入到存量领域。

最后，对外开放扩大了就业机会。大规模吸纳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扩张，其产
品在国际市场占有庞大份额，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兑现的关键。Ｓｐｅｎｃｅ　＆ Ｈｌａｔｓｈｗａｙｏ（２０１１）

分析美国就业增长和结构时指出，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
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
门。我们可以对应观察中国的非农就业的扩大。

我们采用与Ｓｐｅｎｃｅ　＆ Ｈｌａｔｓｈｗａｙｏ（２０１１）类似的分类方法，基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三
次经济普查数据，把非农产业中依据法人单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ｕｎｉｔｓ）进行统计的就业，按照可贸易部门和
非贸易部门进行分类，分别观察其增长规模和结构变化。这里，我们特别突出展示比重较大的可贸
易部门中的制造业就业，以及非贸易部门中的建筑业就业（图２）。

图２　非农产业单位就业增长与结构

资料来源：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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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知，在数据所覆盖的时期，中国（包括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十分迅速，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间年均增长率为５．９％，２０１３年达到总数３５２１３万人；同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
部门就业增长速度相对平衡，同一时期前者年均增长率为６．９％，后者为４．７％。其实，这里使
用的法人单位就业数据，尚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实际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下面，我们对城镇就
业的几种不同统计口径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到这个差异，即实际就业及其增长显著高于图２所
显示的情况。

在按年度进行的城镇就业统计中，一种口径是单位就业，不仅包括法人单位，还包括产业活动单
位（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该口径统计的就业数通常会大于前述法人单位就业数。根据这个“基本单位统
计报表制度”获得的数据，２０１５年仅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就达１７７７８万。不仅如此，由于这个单位就
业数还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一旦把这两类就业加入到统计中，城镇就业数会提高到

３６７５８万人。

此外，由于城镇单位大量使用临时雇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工（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往往不
被作为雇员记录在报表中，致使这些就业者在统计中被遗漏。所以，以城镇住户为基础，按照国际劳
工组织推荐的口径进行调查，得出实际城镇就业总数高达４０４１０万，其与单位就业数以及个体私营
就业数之间的差异，则可以被看作是非正规就业人数。

即使这个数字也遗漏了大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根据粗略的估算（参见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现行统计的城镇就业总数中已经包括占比约３６．９％的农民工，在此之外，仍有近２０００万进城农民工
未被纳入这一城镇就业统计范围。换句话说，如果把稳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镇就业
统计中，２０１５年城镇实际就业人数可达４２３７３万。

四、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应

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变化的关键，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青木昌彦（Ａｏｋｉ，２０１２）根据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
和韩国）经验做出发展阶段划分时，提出了一个以产业结构变化为特征的库兹涅茨阶段（或简称

Ｋ阶段）。其他学者也承认，劳动力转移形成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亚洲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
的一个典型特征（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１），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
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８），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
献（都阳，２０１４）。

相关领域的改革解除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促进了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区之间，遵循生产率提高的
方向进行重新配置。这使得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库兹涅茨过程，资源配置效率不断
提高，并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４０
年的经济改革兑现的人口红利，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之中。下面，我们从经
验上观察这种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按照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经过近４０年的经
济发展、人口转变以及相伴随的就业扩大，中国城乡就业总规模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０２亿增加到２０１５年
的７．７５亿。与此同时，作为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果，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７０．５％下降到

２８．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１７．３％和１２．２％分别提高到２９．３％和４２．４％。

鉴于我们倾向于认为官方数据显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被显著高估，我们重新估算了农业劳动力
数量和比重，由此得出２０１５年实际务农劳动力比重为１８．３％，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３３．４％，第三产
业就业比重为４８．３％（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蔡昉，２０１７），这里估算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至少比官方数字低

１０个百分点。这样，我们可以把官方统计数据和调整过的数据，分别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各类收入
分组经济体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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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个产业劳动力分布的国际比较（％）

国家和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国（统计数据） ２８．３　 ２９．３　 ４２．４

中国（调整数据） １８．３　 ３３．４　 ４８．３

中国（ＩＬＯ） ２８．９　 ２３．７　 ４７．３

世界平均 ２９．５　 ２１．５　 ４８．９

低收入经济体 ６８．５　 ８．３　 ２３．２

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 ４０．４　 ２１．３　 ３８．３

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２３．９　 ２４．０　 ５２．１

高收入经济体 ３．１　 ２２．５　 ７４．３

东亚高收入经济体 ４．１　 ３５．３　 ６０．３

　　注：前两行系分别按统计数据和调整数据口径估算的中国数值，其他则是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的数值。
资料来源：ＩＬＯ（２０１７）、《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估计。

从官方统计数据看，中国三个产业间的就业分布仍然具有非典型化结构特征，特别表现为农
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偏低。相比而言，调整过的数据结果则更加符合对体制
改革和结构调整效果的预期。按照后面的口径，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低于中等偏上收入
经济体平均水平，但是与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和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
的差距。

依照结构变化趋同的预期，我们可以把中国与其最为靠近的先行经济体进行比较。按照世界银
行分组标准，２０１６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８１２３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组，预期在未来数年跨越１２６００
美元这个从中等偏上收入组到高收入组的门槛。２０１６年人均ＧＤＰ在高于中国与上述门槛水平之间
且数据可得的经济体共有１４个④，从人均收入８２０１美元的墨西哥到人均收入１２６６５美元的匈牙利
之间，这些经济体农业劳动力比重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１．９％（ＩＬＯ，２０１７），显著低于中国。

我们再来看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间，按官方数据计算，我国
的劳动生产率（劳均 ＧＤＰ）实际提高了１６．７倍。其中，第一产业提高了５．５倍，第二产业提高了

１３．５倍，第三产业提高了５．２倍。如果根据调整过的数据计算，总体变化结果基本一致，只是显示出
第一产业有更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笔者分别采用Ｔｉｍｍｅｒ　＆Ｓｚｉｒｍａｉ
（２０００）以及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７）的分解方法，分别估算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功能性贡献因素
和结构性贡献因素（蔡昉，２０１７），计算结果可以归纳为表２。

表２　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其贡献分解（％）

分解一（根据Ｔｉｍｍｅｒ　＆Ｓｚｉｒｍａｉ，２０００）

劳动生产率总增长 产业内贡献率 结构变化贡献率 静态效应 动态效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１６７１．３
（１６７１．３）

５５．１
（５６．０）

４４．９
（４４．０）

４．６
（５．５）

４０．２
（３８．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７７．５　 ６０．８　 ３９．２　 ２５．８　 １３．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２０５．２　 ８６．２　 １３．８　 ７．０　 ６．８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１７３．５　 ６６．９　 ３３．１　 １５．９　 １７．２

分解二（根据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７）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第一产业贡献率 第二产业贡献率 第三产业贡献率 配置贡献率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８．０８
（８．０８）

１７．７３
（２１．８６）

４４．２２
（４２．５３）

１５．３９
（１４．５３）

２２．６６
（２１．０８）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４．９０　 １５．６５　 ３４．４６　 １６．５７　 ３３．３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９．７５　 ７．４４　 ６１．３０　 １６．７１　 １４．５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９．５８　 ６．６８　 ４８．６９　 ２０．２７　 ２４．３６

　　注：括号内数字系根据调整后数据估算的结果。
资料来源：蔡昉（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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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Ｔｉｍｍｅｒ　＆Ｓｚｉｒｍａｉ（２０００）的分解方法，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间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
中，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略大于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按照该分解方
法，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可分解为静态转移效应（劳动力向初始年份劳动生产率
较高产业转移的贡献）以及动态转移效应（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较快的产业转移的贡
献）。从计算可知，在我国的结构变化效应中，动态效应是主要的贡献因素，静态效应贡献作用
较小。
其次，按照同一方法对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计算，

分别代表对结构遗产进行剧烈调整的时期、稳定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和结构变化加快的刘易斯转折
时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构变化效应比较显著，其中，在第一个时期
的结构变化因素（３９．２％）中，静态效应贡献突出，为２５．８个百分点；而在中间那个时期，产业贡献居
于绝对优势地位；在第三个时期，结构变化贡献率再次回到较高水平上。
第三，根据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７）的分解方法计算可知，总体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第

一个时期增长较慢，在随后的两个时期，伴随着明显的资本深化而速度明显提高。其中，第一产业的
贡献稳定下降，在各个时期皆不到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贡献大幅度提高，成为各时期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最大贡献部门；第三产业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但贡献率显著低于第二产业。资源重新配置的
贡献也很显著，但是在中间的那个时期表现得相对平稳。

五、结语和展望

中国经济改革推动了一个类似刘易斯描述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利的人
口结构帮助形成了以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率高、劳动力供给充分、人力资本改善迅速以及劳动
力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为特征的发展条件，共同构造了中国水平高且持续久的潜在增长率，
并通过相关领域改革，逐渐清除了妨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最终实现了实际的
高速增长。
随着人口转变进入具有新特征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以及经济活动人口的负增长加剧了劳动力

短缺，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新成长劳动力减
少放慢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减慢了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城
镇化速度，弱化了资源重新配置这个生产率增长引擎。
这些因素标志着作为以往经济增长动力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具体表现为中国经济潜在增

长率的下降。蔡昉、陆旸（Ｃａｉ　＆Ｌｕ，２０１３）估计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２０１０年之前大约１０％
下降到“十二五”期间（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７．６％、“十三五”期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６．２％。迄今为
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和节奏已经在印证着这个预测。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经济体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在技术前沿上的新古典增

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Ｂａｒｒｏ，２０１６；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然而，
潜在增长率以何种节奏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中贡献有多
大，可持续性如何，在经济体之间却可以大相径庭，也会导致不同的长期后果（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就中国而言，在诸多领域深化改革可以挖掘两类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潜力，赢取真金白银的改
革红利，从而帮助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表３）。
第一，传统增长动力尚未完全耗竭，仍有挖掘的潜力。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显著高于先行

国家的水平，具有进一步大幅度降低的潜力。通过推进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让农民工在城镇落
户，可以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与发达经济体
相比也存在巨大差距，通过教育（培训）领域的发展和改革，可以保持人力资本的继续改善。通过金
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及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好政策环境，推进公平市场竞争，则可
以提高资本回报率。

—２１—



表３　改革领域和改革红利
改革领域 供给侧效应 需求侧效应 着力点

户籍制度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 扩大消费群体 中央与地方政府改革成本分担

企业制度 通过创造性破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去杠杆降债务 社会政策托底；增加普惠性保障措施

教育和培训 保持人力资本改善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资源和机会均等化；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生育政策 提高总和生育率均衡人口发展 应对人口老龄化 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

财税体制 降低家庭和企业负担，提高竞争力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强税收累进性

金融与银行业 从体制上保持审慎中性；增强竞争性 稳定总需求 货币政策回归反周期职能

第二，作为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力巨大。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
效应逐渐弱化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同一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尚未达到最优配
置。通过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环境，可以赢得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
西汉学者刘向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对于２０５０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来说，４０年的改革开放

发展的确仅仅是一半的征程。无论是从过去取得的经验看，还是从赢取改革红利的潜力看，改革开放仍将
是中国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源泉。纪念和回顾总结４０年经验，也是为了把改革推进到新的阶段。
注：

①郭志刚等（２０１４）做了十分详尽和令人信服的讨论。

②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而在劳动力

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则迅速下降（白重恩、张琼，２０１４）。

③一般认为诺特斯坦（Ｎｏｔｅｓｔｅｉｎ，１９４５）是人口转变理论之父。但是，无论是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还是当时的决策

者，显然无从预知生育率会随后下降的情形。

④分别为墨西哥、赤道几内亚、马尔代夫、巴西、俄罗斯、罗马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克罗地

亚、波兰、阿根廷和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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